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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力量导演的产业化生存

———中国电影导演 “新力量” 系列研究

李　 卉， 陈旭光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崛起于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与快速发展进程之中的新力量导演， 其电影生产实践呈现为一种

“产业化生存” 模式， 主要内容或特点有： 秉持电影作为一种创意性文化产品的市场意识， 在电影创作中

自觉遵循一定的产业运营规范， 践行 “制片人中心制” 与 “导演资本制” 的电影生产模式， 并将社会体

制的要求与市场受众的期待内化为一种创作意识， 具有 “体制内作者” 的身份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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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 由华语大片开启的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运作与产业化实践， 使电影的商业性、 工业性逐

渐成为中国电影创作、 研究与接受领域主导性的电影观念。 与此同时， 伴随着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

革的稳步推进， 一批新导演开始在电影市场崭露头角， 其多元化的出身背景终结了中国电影导演代际

划分的学院培养谱系， 代之以市场选择的标准， 形成代际消散后的 “新力量导演” 群体。 置身于中国

电影产业化改革进程与商业化浪潮之中的新力量导演， 其电影生产实践呈现为一种 “产业化生存” 模

式， 在践行 “制片人中心制” 与 “导演资本制” 的过程中， 形成了 “体制内作者” 的身份意识。

一、 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与新力量导演的崛起

２００３ 年， 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改革正式启动。 伴随着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 （ＣＥＰＡ） 协议的签订， 大量香港电影人开始北上， 在激活内地电影市场的同时， 亦带来了高度工

业化的电影制作观念。 随后， 《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２００４ 年）、 《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

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０ 年）、 《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２０１７ 年） 等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文件的颁布与制定， 勾勒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

影产业化改革的坚实道路。 此间， 投资渠道的多元化， 民营影视企业的崛起， 发行渠道的规范化， 营

销宣传的网络化， 影院建设的规模化， 放映终端的多屏化以及后电影市场的开发等一系列新变， 从制

作、 传播、 放映与消费等多个层面彰显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成果。 在这样的结构性变革中， 视电

影为宣传工具和艺术作品的传统观念开始转变， 电影作为大工业产品与市场化商品的观念开始凸显，

产业化的媒介生态作为一个既定事实， 成为新导演走上电影创作的必由之路。

２０１０ 年， 随着中国电影年度票房跨越百亿大关， 一批中小成本电影屡屡成为 “现象级” 影片， 如

创造了双 “十一” 档期的 《失恋三十三天》 （滕华涛， ２０１１）， 突破国产电影 １０ 亿票房大关的中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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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喜剧片 《人在囧途之泰囧》 （徐峥， ２０１２）， 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的 《小时代》 系列， 以及引

领了青春片风潮的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赵薇， ２０１３） 等等。 与之相应， 一批名不见经传的新导

演开始登上中国电影舞台， 迥异于体现国家意志的主旋律电影和表达人文关怀、 追求形式创新的艺术

电影， 亦不同于新世纪以来的国产大片路线， 这批新导演大多选择以中小成本类型片起家， 面向市场

与受众进行创作， 自觉顺应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发展道路， 并以亮眼的市场表现与票房成绩， 成为彼

时国产电影对抗好莱坞影片的中坚力量。

　 　 ２０１２ 年， 中美双方签订 《中美电影协议》， 引进分账片的数额从此前的 ２０ 部增加到 ３４ 部， 进一步

抢占了国产片的市场份额。 在 “好莱虎” 的强势入侵下， 新导演迎难而上， 以小博大， 不断刷新着票

房奇迹， 《人在囧途之泰囧》 （１２ ６７ 亿元） 的票房收入是同年上映的 《碟中谍 ４》 （６ ７５ 亿元） 的近 ２

倍， 并位居该年度票房冠军；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７ １９ 亿元） 亦取得了接近同年上映的漫威影

片 《钢铁侠 ３》 （７ ６８ 亿元） 的票房成绩。 新导演的集体发力与救市表现， 为中国年轻导演的创作赢得

了资本青睐与市场空间， 并引起了政府与学界的关注。 ２０１３ 年， 《当代电影》 杂志于第 ８ 期 “本期焦

点” 栏目， 首次提出 “中国电影新力量” 概念。 ２０１４ 年， 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导的

“２０１４ 中国电影新力量推介盛典” 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新力量导演群体正式亮相， 并获得了来

自学界与政府的正式命名。

作为一批涌现于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新导演， 新力量导演既有群体层面的诸多共性， 如 “观

念上的开放性、 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 思维上的多元性， 置身商业大潮的现实性和世俗感性等特

点” ［１］ ， 也存在个体层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其群体构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为注重商业诉求、 具

有明确的类型电影意识、 以市场成功为目标的商业电影导演， 如赵薇、 徐峥、 邓超、 陈思诚、 徐静蕾、

郭敬明等跨界导演， 薛晓路、 金依萌、 姚婷婷等科班出身的电影导演， 以及郭帆、 饺子 （杨宇） 等出

身法学、 医学专业但转行拍电影的电影导演； 其二为游走于 “商业性” 和 “艺术性” 之间， 在谋求市

场成功的同时力图实现个性化的风格呈现与自我表达的 “体制内的作者” 导演， 如宁浩、 徐浩峰、 刁

亦男、 忻钰坤、 曹保平、 程耳等 “学院派导演”； 其三为侧重个人表达与艺术创作， 具有明确的艺术追

求与探索精神， 不奢求市场收益但也不拒绝产业化运作的艺术电影导演， 如毕赣、 杨超、 万玛才旦等。

前两类新力量导演均秉持电影作为一种创意性文化产品的市场意识， 在电影创作中自觉遵循一定的产

业运营规范， 将社会体制的要求与市场受众的期待内化为一种创作意识， 生产类型电影或类型化的文

艺电影， 并在一种大电影产业的观念下进行电影生产。 第三类电影导演虽仍将电影视作 “摄影机———

自来水笔”， 以传达导演自身对时间和空间、 社会与文化、 人类精神世界及电影媒介本体的独特看法，

但其电影作品不再局限于在电影节体系之内进行流通， 而是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极速扩张与逐步细分的

趋势下， 越来越多地进入电影院线与主流视野， 甚至如 《地球最后的夜晚》 （毕赣， ２０１８） 一样， 借助

互联网和新媒体营销形成轰动性的社会话题， 取得远超一般艺术电影的票房成绩， 成为中国艺术电影

产业化运作、 网络化营销的现象级作品。

在市场中突出重围的新力量导演， 借势于中国电影市场的腾飞与产业结构的完善， 其电影创作走

出了导演 “一言堂” 的手工作坊阶段， 走向一种以创意为核心的电影全产业链开发与制作。 电影的全

产业链运营， 一方面延长了传统电影制作、 发行、 放映的垂直一体化链条， 强调衍生品制作与后电影

市场的开发； 另一方面则从横向维度打通了跨媒介、 跨行业、 跨地域的壁垒， 围绕 “创意” 这一核心

概念实现了全产业链的协同合作。 近年来的 ＩＰ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热潮典型地体现了电影作为创意

性文化产业之一环对于符号性象征资本的生产和消费， 这一现象亦与新力量导演多元化的出身背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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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实践息息相关， 从而实现了 “创意” 的跨媒介、 跨行业流通， 缔造了一部部的 “现象级” 影片，

并跨越了电影市场的 “票房” 层面， 引发了连锁性的跨界反应， 如由 《人在囧途之泰囧》 引发的国人

赴泰旅游热潮， 凸显出由电影所引发的体验型经济效益， 并进而推动了国家层面的政治外交， 导演徐

峥及剧组成员因此受到了时任泰国总理英拉的接见。 随后，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时表示， “中印

两国将加强影视交流与合作， 就像电影 《人在囧途之泰囧》 播映后， 更多中国人到泰国旅游， 两地互

拍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还能增进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 ［２］ 国家领导人的牵线搭桥为中国电影的跨国拍

摄提供了政治保障， 跨国拍摄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则使其更易得到各国政府对境外剧组的拍摄补贴等

政策鼓励， 从而推动中国电影市场涌现出 《北京遇上西雅图》 （薛晓路， ２０１３）、 《等风来》 （滕华涛，

２０１３）、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徐静蕾， ２０１５） 等以跨国叙事为卖点的影片， 其创作主体多为

对电影政策、 产业和市场的动向极为敏感的新力量导演。 此间， 电影从一个相对自足的艺术作品， 转

变为一种开放互联的创意文化产业， 实现了跨媒介、 跨行业、 跨地域的经济与文化价值， 并于此间潜

移默化地型塑着新力量导演的电影创作实践， 推动其自觉践行一种 “产业化生存” 模式。

二、 “制片人中心制” 与 “导演资本制” ：
新力量导演产业化生存的两种模式

　 　 在当下致力于全产业链开发的电影产业化结构中， 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电影厂厂长负责制下的 “导

演中心制” 和配套的制片主任制已不再适用， 制片人的 “枢纽” 作用愈发凸显出来， 在新力量导演的

创作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呈现出一种向着 “制片人中心制” 发展的趋势。 对 “制片人中心

制” 观念的服膺， 作为 “产业化生存” 的内在要求， 成为多数新力量导演所践行的创作准则。

作为诞生于经典好莱坞时期的电影创作模式， “制片人中心制” 秉持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 将电影

制作视为一种标准化生产的工业流水线， 强调分工与协作， 而制片人所扮演的正是贯穿这一流水线全

过程的统筹角色。 在制片人中心制下， 电影项目的融资、 开发、 制作、 发行以至后电影市场的开发，

均处于制片人的统筹管理之下。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的快速推进， 国营制片厂时代的 “导演中心

制” 显然已无法应对愈发复杂的电影融资渠道与市场环境， 从国营制片厂体制中走出的 “第四代” “第

五代” 导演们， 在新世纪的电影市场环境中屡次显现出 “水土不服”。 与之相应， 新力量导演作为 “产

业化生存” 的一代，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环境中 “如鱼得水”， 为其保驾护航的， 正是崛起中的中国电影

制片人群体。

中国现有的制片人群体呈现出转型过程中的多样化格局， 其一为 “老板级” 的制片人， 如韩三平、

王中军、 于东、 王长田等， 其自身是大型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 大多列名为出品人， 但在许多项目中

亦担任总制片人的统筹角色； 其二为独立制片人， 如方励、 安晓芬等， 但其项目的投资组合与发行渠

道则借助于其他大集团或大公司； 其三为监制， 如陈国富、 黄建新、 宁浩等， 大多为资深电影导演，

对内参与电影的艺术创作， 对外沟通制作、 发行、 宣传、 放映各环节， 发挥着介于导演和制片人之间

的统筹功能。

近年来， 《画皮 ２》 《捉妖记》 《鬼吹灯之寻龙诀》 《北京遇上西雅图》 等电影票房成功的背后， 均

体现出 “制片人中心制” 观念的显影。［３］薛晓路由编剧和文艺片导演转型商业片制作的首部影片 《北京

遇上西雅图》， 其市场成功离不开江志强、 姜伟领导的制片团队对市场定位与制片成本的准确把控。 影

片的国外场景主要在温哥华取景， 但制片团队对片名的选择显然增强了影片的市场吸引力， 保留 “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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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生子” 社会话题的同时增添喜剧元素的建议， 也对影片的票房成功大有助益。 对 “制片人中心制”

模式的践行， 推动薛晓路由传统学院派编剧和导演成功转型为商业电影导演， 并成为第一位总票房过

１０ 亿元的中国女导演。 香港资深影人吴思远曾说， “在导演中心制下的电影业， 成功是偶然的； 而制片

人中心制下的电影业， 成功是必然的”。［４］ 《一夜惊喜》 导演金依萌也认为一种更加科学化、 市场化的

“制片人中心制” 将成为趋势， “在这个模式中肯定是有风格的导演能存活得更久， 但没有风格的导演

也会有饭吃， 只要能把故事讲清楚” ［５］ 。 制片人中心制下， 导演创作的艺术自由与电影产品的商业风险

成为一对矛盾的因素， 考验着制片人的艺术品位与商业素养。 优秀的制片人应既熟谙电影艺术的创作

规律， 又善于揣摩市场受众的趣味喜好， 并于此间协调平衡， 以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高品质文化产

品为目标， 同时控制成本、 提高品质、 降低风险、 增加收益。

然而，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的初始阶段， 尚未出现此种全面型的专业制片人才， “监制” 作为一

种替代方案随港台艺人的北上进入内地电影市场， 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由 “导演中心制” 向 “制片人中

心制” 转型的独特产物， 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大导演带新导演的局面， 推动着新力量导演的成长与崛起。

近年来， 宁浩、 徐峥等新力量导演自身转型做监制， 开始接过陈国富等港台影人开启的 “监制” 制度，

以自身在中国电影场域内的 “产业化生存” 经验， 挖掘并提携新力量导演群体。

相比于传统好莱坞意义上严格的 “制片人中心制”， 中国的监制制度作为过渡阶段的产物， 体现出

更大的灵活性， 在平衡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层面卓有成效。 《我不是药神》 作为新导演文牧野的长片

处女作， 成为 ２０１８ 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现象级影片， 其成功离不开宁浩与徐峥的双监制保障。 其中， 宁

浩的监制工作集中在影片的前期准备阶段， 包含剧本创作、 影片定位、 演员选择等， 整体把控影片内

容走向与风格选择； 徐峥的监制工作则主要集中在后期宣发阶段， 以自身的明星效应引爆话题。［６］ 影片

由最初剧本阶段的严肃现实主义风格， 到最终形成的悲喜交织风格， 与宁浩的黑色喜剧创作及徐峥的

喜剧演员身份不无关系， 文牧野导演本人亦秉持体制内电影作者的身份自觉， 致力于创作融合了娱乐

性、 社会性和艺术性的电影作品。［７］

宁浩监制的 《受益人》 （申奥， ２０１９） 延续了 “现实题材＋黑色喜剧” 的电影路线， 但娱乐性有余

而艺术性不足， 社会性批判亦消解在过度巧合的类型叙事之中， 票房与口碑表现并不理想。 同为宁浩

旗下坏猴子影业 “７２ 变电影计划” 所签约的新导演， 文牧野与申奥的创作均表露出宁浩风格的显在影

响， 而在瞬息万变的电影市场中， 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成功模式。 由资深导演担任的监制， 在新导演

的艺术创作中潜在地产生了一种 “影响的焦虑”， 而监制对市场的把控更多出于经验而非专业。 在向

“制片人中心制” 转型的产业化过程中， 本土化的专业制片人才仍然稀缺。

由导演、 演员身份跨界担任监制、 制片人的现象， 在新力量导演中非常普遍， 尤其体现于跨界导演

的产业化实践中， 如徐静蕾、 郭敬明、 赵薇等也多次担任自己或其他导演的影片的制片和监制工作，

形成一种 “完全导演” 模型下以导演为核心的 “导演资本制”。 “完全导演” 指的是统一了制片人、 导

演、 编剧和明星之职能的个体或团队， “导演资本制” “就是在影片从开发、 摄制到发行的全过程中，

导演参与融资并全面考虑电影的经济运行和艺术创作规律， 在尊重投资人收益权和风险控制权的条件

下建立以导演为核心的创作运行班子的制度” ［８］ 。 徐峥的电影创作典型地体现了 “完全导演” 模式， 作

为集电影明星、 跨界导演、 编剧、 监制 ／ 制片人、 真乐道文化传播公司的最大股东等多项身份于一身的

“完全导演”， 徐峥拥有极高的导演资本， 在个人导演的影片中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 《囧妈》 作为以徐

峥为主导的囧系列第三部作品， 由徐峥自编自导自演自监制， 整部影片的融资、 创作与宣发过程， 均

围绕徐峥本人展开， 并在遭遇新冠疫情之时， 及时打包卖给字节跳动转为线上放映， 体现出新力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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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与风险投资模式下灵活的 “产业化生存” 策略。

万玛才旦则是艺术电影领域新力量导演践行 “完全导演” 模式的代表人物， 从最初自筹资金、 自

费组织放映的 《静静的嘛呢石》， 到如今 《塔洛》 《撞死了一只羊》 《气球》 的国际影展放映、 多国艺

术电影市场放映及国内公映， 万玛才旦走过了一条由体制外的边缘地带向主流电影市场迈进的产业化

实践道路， 并在此间由电影作者转型为集导演、 编剧、 监制、 制片人等多种身份为一身的 “完全导

演”， 为多部藏族青年导演的电影助力， 如担任拉华加 《旺扎的雨靴》 的制片人， 担任德格才让 《他与

罗耶戴尔》、 达杰丁增 《歌者》 的制片人与监制， 推动一批藏族青年成长为中国电影新力量， 将藏语电

影纳入中国电影产业体制之中。

“导演资本制” 下的 “完全导演” 模式， 将权衡电影的投资风险与经济价值同样视为导演的职责所

在， 形成一批兼具制片人思维与导演思维的 “制片人式导演”， 在电影创作过程中自觉协调投资者的利

益、 艺术家的表达与观影者的期待， 追求电影经济价值、 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这一模型的提

出正是基于中国电影产业化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新型电影人才， 他们在作为导演进行电影艺术创作之

外， 也创办电影工作室和制片公司进行电影项目的开发和运营， 并亲自担任制片人或监制， 利用自身

的导演资本吸引投资、 人才、 创意、 观众与传媒注意力， 从而屡次缔造出引发广泛讨论的现象级影片

和票房奇迹， 以其自身的产业化生存经验推动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升级。

三、 体制内的作者： 新力量导演的身份意识与创作自觉

在 “制片人中心制” 与 “导演资本制” 的产业化生存模式下， 新力量导演的艺术创作成为电影产

业链的环节之一， 遵循制片方针的设计与调整， 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扼制导演的个人抱负， 导演仍可

发挥自身的艺术创造性， 但同时也需尊重体制的要求与受众的期待， 产业化生存已成为其不可忽视的

创作背景， 艺术与商业、 个人表达诉求与制片体制要求之间的冲突和较量， 成为部分有艺术风格追求

的新力量导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陆川曾在分析新好莱坞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文章中将其定位为 “体制中的作者”， 认为

科波拉的电影创作 “尊重体制的核心要求 （好莱坞体制的核心是： 观众）， 自觉地从自身电影体制所赋

予的土壤中出发 （吸收并突破成规） 进行创作； 并且以高度的自觉区分个人创作和大众艺术创作的创

作姿态， 尊重体制的期待” ［９］ 。 “电影作者论” 作为导演研究的重要理论， 一方面强调导演对电影创作

的全面控制， 将电影视为 “摄影机—自来水笔” 传达个人的思想与风格， 进行先锋电影和艺术电影生

产， 形成一种 “对个性的美学崇拜” ［１０］ ； 另一方面则作为一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 致力于从大量影片

中识别重复出现的主题和风格特征作为导演的 “个人签名” ［１１］ ， 其分析对象不限于艺术电影， 《电影手

册》 的评论家即主张将 “作者策略” 应用于分析好莱坞电影， 去发现电影产业体制之内的电影作者。

因而， “体制内的作者” 本身即为 “电影作者论” 所关注的对象之一， 其分析重点在于导演如何权衡电

影产业体制的要求与艺术个性表达的冲突。

新力量导演群体中亦存在大量 “体制内作者”， 相比主体性高扬的第六代导演， 新力量导演的产业

化生存环境使他们成长为务实的一代， 在张扬个人风格的同时， 亦自觉遵循着体制的要求。 在这里，

中国特色的电影 “体制”， 不仅指电影产业体制与市场环境， 亦指 “中国社会体制、 道德原则和现实规

则等本土性要求的总和” ［１］（３４） ， 如电影审查制、 电影分级制的缺席与合家欢的观影期待等。

“体制内作者” 的身份塑造， 核心在于体制要求与作者表达之间的协商与平衡。 刁亦男是新力量导

演中 “体制内作者” 的典型代表， 在创作 《制服》 （２００３）、 《夜车》 （２００７） 两部小成本艺术电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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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２０１４ 年的 《白日焰火》 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产业化转向。 刁亦男坦言， 为了找到投资， 曾多次调整

剧本并增加一定的商业元素， “要换整个系统， 原来对电影的认识特别艺术、 自我、 个人的， 现在要进

入到工业的环节当中去， 让它有一定的受众面。 重写到第三遍时找到了这么一个商业和作者可以结合

的表达方法， 在剧本上可以让投资人感觉到它是有市场潜力的， 至于最终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当

时我心里也不是完全清楚， 但是我觉得要放开了拍， 而且要坚持自己原来好的风格， 然后不排斥商业

片那些灵活运动的镜头。 原来我特别喜欢用定镜、 摇镜、 运动镜头， 我很少用斯坦尼康， 这次大量使

用。” ［１２］影片最终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 并取得过亿的票房成绩， 可谓名利双收。

相比刁亦男的体制化转型， 曹保平的电影创作则从一开始便体现出自觉的 “体制内作者” 的身份

意识， 《光荣的愤怒》 （２００６） 结尾的 “神兵天降” 普遍被认为破坏了影片的艺术性， 是出于规避审查

的目的， 而曹保平本人则认为： “我其实一直很确定我要拍院线电影， 从 《光荣的愤怒》 一开始， 我就

没想过要把它定位成一个电影节电影或者是地下电影， 而且我是一个比较清楚规则的人， 会大概知道

一个商业片的边缘和界限在哪里， 所以即便结尾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会令故事更为极致和特别， 我的商

业取向还是决定了我不会去触碰那些界限和雷区。” ［１３］ 同样， 曹保平在拍摄 《狗十三》 （２０１８） 时， 亦

规避了剧本所呈现出的电影节电影倾向， 选择 “让观众贴进去” 的更接近主流剧情片的叙事方式， 引

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在自觉遵循体制要求之下， 曹保平对电影的艺术品质精益求精， 其电影呈现出

强情节、 复杂叙事、 极致状态的人物刻画、 深刻的社会关注与人文关怀等特点。

在曹保平的电影创作过程中， 作者表达与体制要求亦曾出现过冲突， 曹保平曾说： “如果 《烈日灼

心》 再长 １５ 分钟， 那么可能它受到诟病的地方就会少 ９０％甚至更多， 这也是我当时跟制片人、 投资方

一直对抗的地方。” ［１３］（５５）制片方出于排片的考虑希望电影控制在 １２０ 分钟以内， 导演出于创作表达的目

的希望保留 １５０ 多分钟的片长， 双方最终达成妥协， 以 １３９ 分钟定剪。 对此， 曹保平的态度是， 承认项

目的失控， 并表示在做下一个项目时努力弥补， “我现在的这个电影 （ 《追凶者也》 ） 直接就剪到 １２０

分钟以内，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预估到了自己一些想法的不现实， 所以在电影拍摄之前我就做好准备，

我觉得正视并努力达到对职业导演的要求没什么不对” ［１３］（５５） 。 这一对导演身份的定位， 正是 “体制内

作者” 之身份意识的显影。

刁亦男、 曹保平等为代表的 “体制内的作者”， 选择以一种商业片的方式处理艺术电影的题材和主

题， 从而在中国特色的电影体制之中彰显了自身的作者风格。 刁亦男认为： “通过追求一种风格， 会让

我们对形式保持一种警觉， 这种警觉有两个作用， 第一， 它会让我们的感官愉悦不仅仅建立在内容上；

第二， 它会激发我们使用理智。” ［１４］对风格的自觉追求成为 “体制内作者” 型的新力量导演区别于其他

纯商业型、 隐匿自我主体性新力量导演的重要标志， 正如金依萌所说， “制片人中心制” 下没有风格的

导演也能有饭吃， 但有风格的导演则能存活更久。 若将艺术性与商业性作为电影创作的两极， 新力量

导演群体中的艺术电影导演与商业电影导演将分属两极， 且均有向位于中间的 “体制内作者” 导演群

体滑动的趋势。 在毕赣、 万玛才旦等新力量艺术电影导演向着主流与市场迈进的同时， 商业电影导演

同样在寻求建立个人风格、 提升艺术水准、 提高市场辨识度。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市场的

进一步扩容， 分众欣赏的时代已然到来。 “体制内作者” 导演的电影正在迎来更大的生存空间， 与之相

应， 越来越多的新力量导演开始将 “体制内作者” 作为自觉的身份标识。 宁浩旗下坏猴子影业更是致

力于培养 “体制内作者” 导演， 秉承 “作者性、 本土性、 当代性、 创新性” 标准， 为中国电影输送人

才资源； 路阳、 文牧野、 申奥等新力量导演的电影创作， 典型地体现了 “体制内作者” 身份意识的显

影， 其生产实践凸显了 “电影工业美学” 的原则， 即将电影看作一种核心性的文化创意产业， 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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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流程的每个环节都发挥创意和审美的功能， 既尊重电影的艺术性要求、 文化品格基准， 也尊重电

影技术水准和运作上的 “工业性” 要求， 力图达成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的统筹协调、 张力平衡

而追求美学的统一。［１５］

四、 结 　 　 语

总之， 崛起于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与快速发展进程之中的新力量导演， 其生存模式、 主体意识、 电

影观念、 美学风格均与百年中国电影的六代导演形成了差异， 在实践中形成了产业化生存、 技术化生

存、 网络化生存、 类型化生存和电影节生存五种生存模式， 勾勒出当下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生存版图，

并折射出新时代中国电影的新面貌、 新格局和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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